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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遗书《法华经》与《法华玄赞》漫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 林世田 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      
 赵洪雅 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

一、前  言 

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、释、道三家为主干，两千年来形成了相互融合、相互依存、分

工合作的文化形态。与此相对应，古代儒、释、道三家的典籍也各有贮藏之所，如儒家四

部书大多藏于官府、书院，道教典籍藏于道观，佛教典籍则收藏在寺院之中。总数达 6 万

余号的敦煌遗书就是古代敦煌地区的寺院藏书，因而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佛教典籍。

这其中又以《妙法莲华经》写本最多，据刘毅超统计，其数量多达 7600 余号，占敦煌遗书

的十分之一以上
①
。为探讨这种文化现象的成因，本文拟以敦煌遗书中的《法华经》和《法

华玄赞》为切入点，对这两部佛经的写本及书体予以浅议。 

二、敦煌遗书中的《法华经》写本 

（一）《法华经》的译本及普及 

佛教传入中国两千余年，在此期间，翻译的佛经数量多达 1690 余部 6240 余卷
②
，但

真正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仅有十余部佛经，其中就有后秦鸠摩罗什翻译的《法华经》。

《法华经》全称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，成书于大乘佛教初期，亦即公

元前后。当时大乘佛教后来居上，发展迅猛，不可避免地与小乘佛教产生矛盾和冲突。而

《法华经》的主旨即在于调和大、小乘之间的矛盾，弘扬“三乘归一”，也就是声闻、缘

觉、菩萨三乘，最终会归于佛乘。又因《法华经》强调众生平等，修行不分贫富贵贱、根

机利钝，人人皆可成佛，所以被誉为“经中之王”。 

历史上《妙法莲华经》曾经有过三次翻译
③
。最早为西晋太康七年（286）竺法护根据

梵文经本所译，名作《正法华经》。其后，后秦鸠摩罗什又以龟兹文本进行翻译，称为《妙

法莲华经》。因这两次翻译所据底本不同，故而行文和结构都有一定的差异。鸠摩罗什所

据的龟兹文本缺少《提婆达多品》，所以隋代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又根据印度传来的梵文

经本，对鸠摩罗什译本重新做了校订，这是继竺法护、鸠摩罗什之后的第三次翻译，称为

《添品妙法莲华经》。三个译本中，因鸠摩罗什的译本语言简练、文字优美、譬喻生动，

已接近“信达雅”的完美程度，所以最为流行。在《高僧传》卷六《僧叡传》中记载一个

故事：“昔竺法护出《正法华经·授决品》云：‘天见人，人见天。’什译经至此，乃言：

① 刘毅超：《汉文敦煌遗书题名索引》，学苑出版社，2021 年。 
② 赵朴初：《佛教常识答问》，中国佛教协会，1983 年，第 39 页。 
③ 杨富学梳理史料，认为该经共有八次汉译，所据底本各不相同，参见其所著《论所谓的“喀什本梵文〈法

华经〉写卷”》，《中华佛学学报》第七期，1994 年 7 月，第 74—93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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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此语与西域义同，但在言过质。’叡曰：‘将非人天交接，两得相见？’什喜曰：‘实

然。’”
①
鸠摩罗什是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之一，他对自己的翻译非常自信，《高僧

传》记载他曾对大众发誓说：“若所传无谬者，当使焚身之后，舌不焦烂。”后来法师圆

寂，火化之后，舌头果真不坏
②
。 

《妙法莲华经》在我国广为流行的原因之一，在于其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，善于运用

比喻修辞手法阐释高深的哲理。正如《法华经·方便品》所说“佛所得法，甚深难解”，

所以经中运用大量的譬喻来阐明佛法。 

 

例如衣珠喻，说的是一位穷困潦倒的愚

夫，来到朋友家做客，朋友置办酒席招待，

愚夫酒量不大，一喝便醉，倒床而睡。这时

朋友恰巧有紧事要去办理，临走前赠送他一

颗宝珠，系在他的衣服里面。愚夫酩酊大醉

一无所知，醒后继续浪迹天涯，乞讨为生。

后来好友与他重逢，责怪他身怀无价珍宝，

却沿街乞讨。敦煌壁画有 67 铺法华经变，其

中一幅壁画就反映了衣珠喻（图 1）。 

衣珠喻说明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颗属于自

己的明珠，但是大多数人随波逐流，丧失自我，

没有认识到。直到突然有一天，认识到了自己

身上的这颗明珠，才能茅塞顿开、豁然开朗。

宋代柴陵郁禅师一日乘驴过桥，不小心从驴上

摔下而大悟，写了一首十分有名的《悟道诗》，

即是对衣珠喻为的创作衍生： 

我有明珠一颗，久被尘劳关锁； 

今朝尘尽光生，照破山河万朵
③
。 

图 1 莫高窟 159 窟南壁中唐时期 

《衣珠喻》壁画 

《法华经》里还有火宅喻、穷子喻、化城喻、髻珠喻等等，即所谓“法华七喻”。在敦

煌壁画中都有形象的描绘。 

《法华经》流行的另一原因，在于其将抄写《法华经》经文作为修行佛法的主要方法之

一，使抄经即可增加功德的观念和行为在僧俗中广为流传，延续不辍。《妙法莲华经·普贤

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》中说：“若有受持、读诵、正忆念、修习、书写是《法华经》者，当

知斯人，则见释迦牟尼佛，如从佛口，闻此经典。”所以抄写《法华经》成为佛教徒最为普

遍的修持方法，也正因如此，敦煌遗书中才会有多达 7600 余号的《法华经》写本。 

（二）《法华经》的抄写及修复 

敦煌遗书中有多种《法华经》写本，其中最著名的是武则天为其父母祈福所抄写的《法

华经》（图 2）。自咸亨二年至仪凤二年（671—677）的七年时间中，武则天命人抄写《法

① （梁）释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：《高僧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92 年，第 245 页。 
② （梁）释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：《高僧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92 年，第 54 页。 
③ （宋）释普济撰，苏渊雷点校：《五灯会元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 年，第 1233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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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经》和《金刚经》各 3000 部，其中敦煌遗书中藏有《法华经》42 件。这批写经依靠皇

家雄厚的资源，书法精美，装帧考究，是唐代写经中的精品。从卷尾题记中还可一窥唐代

宫廷写经制度：写经由两位政府官员主持；先由弘文馆、门下省、秘书省等中央官署的书

手以楷书抄写；抄写完成后由书手或寺院僧人进行三次校对；最后由太原寺的高僧大德进

行四级详阅，这些高僧如慧立等都是玄奘大师的高足；此外，还有专人负责装潢（名作“解

善集”或“解集”）；对用纸数量也有记录。 

 
图 2 P.2195《妙法莲华经》卷六（局部） 

佛教徒为表示虔诚，还常常刺血写经，所用之血一般为顶血、舌血和指血，凸显了写经

的宗教性。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天复二年（902）三峗禅师刺血抄写的《观

音经》（BD14679），亦即《法华经》中的第二十五品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（图 3），这

是观音信仰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，常常单独成经，广泛流传。 

 
图 3 BD14679《妙法莲华经》 

 
图 4 S.6983《观音经》 

除此之外，《法华经》一些写本还带有彩绘插图。早在唐代，佛教徒就创新使用图文并



   7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 津 流 觞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茂的佛经绘本来吸引读者，宣传佛教教义。一千多年后，这些绘本仍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视

觉震撼。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《观音经》（S.6983）不仅具有上图下文的彩绘版面设计，而

且也是早期简单的线装书，其一边订线，开本袖珍，便于携带，具有独特的装帧形式（图 4）。 
敦煌遗书还有一种金银字写经，也叫泥金写本。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泥金写本《佛说观

世音经》（P.4511）即是早期泥金写本的实物例证。所谓泥金，就是在书写材料中调和入金

箔，写出的文字可以呈现出夺目的金色。 

 
图 5 P.4511《佛说观世音经》） 

由于佛经义理深奥，弘扬佛法的过程中便出现了形式多样、贴合受众的传播方式，如译

经师使用简约优美的文字翻译佛经；抄经者使用泥金、泥银、血书、绘本等形式夺人眼目；

讲经僧则使用普通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讲解经文，由此创造出一种面向百姓、通俗明了的讲经

形式——“俗讲”。为了做到明白易懂，讲经僧往往根据听众的喜好增加故事情节，用讲唱

结合的方式阐发佛经大意。而“俗讲”的底本就是“讲经文”。“讲经文”走出寺院后，成

为后世话本小说的源头。敦煌遗书中保存有两件《妙法莲华经讲经文》。 

国家图书馆收藏的《法华经》（BD02549），首尾均已残破，背面还有古代修复裱补的

痕迹。其裱补纸随手撕成，很不规范，反映出当时的修复水平很低。2008 年，国家图书馆

古籍修复专家胡玉清老师揭下这块裱补纸时，笔者曾发现裱补纸上还写有一首五言打油诗：

“忍辱修真宝，嗔他逆福田。高心不（补）者（这）经，是他曹家经。”这是敦煌地区学郎

修补《法华经》时顺手写的打油诗，亦是敦煌遗书中常见的学郎诗。与此相类似的是国家图

书馆藏《二入四行论》（BD01199），其卷尾也有一首学郎诗，云：“写书今日了，因何不

送钱？谁家无赖汉，回面不相看。”学郎是在敦煌官私学校中读书的学生。据这些材料来看，

学郎除读书外，还替人抄写经卷、修补经卷，以换取一定的报酬。 

爱护图书与修复图书在敦煌有着优良的传统，除《法华经》（BD02549）外，敦煌遗书

中还有大量经卷在古代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补。参与补经的人员上至封建王朝的统治阶层，

下至敦煌寺院中的僧众和领取报酬的学郎。如西凉的开国之君李暠，曾在敦煌建都，注重文

教。《魏书》记载：“暠好尚文典，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。昞时侍侧，前请代暠。暠曰：‘躬

自执者，欲人重此典籍。’”
①
由此可见敦煌以及河西走廊文风鼎盛，文人士大夫不但读书

著书，而且亲自修书，从上学时就养成修书的习惯。 

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开皇九年（589）隋文帝独孤皇后为法界众生敬造一切经（P.2413《大

楼炭经》卷三），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皇后写造、刊刻大藏经的先例。根据其上所钤“瓜沙州

大王印”，这部藏经中的精品历经 400 多年后，传承到敦煌王曹宗寿
②
，写卷卷首残破，裱

补引首，来保护卷首。尾轴脱落，裱补拖尾，再加装尾轴。古代修复一般要划栏补字，而此

卷《大楼炭经》卷三在修复时为保持经卷原貌，并没有划栏补字，成为敦煌古代修复中履行

① （北齐）魏收撰：《魏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 年，第 1160 页。 
② 王艳明：《瓜沙州大王印考》，《敦煌学辑刊》2000 年第 2 期，第 49—52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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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修旧如旧”原则的典型实例，是古代敦煌高水平修复的代表，亦可为当今的古籍修复提供

借鉴。 

 

图 6 P.2413《大楼炭经》卷三（局部） 

敦煌古代修复史上最有影响的是道真和尚。在今国家图书馆藏《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目录》

（BD14129）上还留有道真和尚修复佛经的发愿文：“长兴五年岁次甲午六月十五日，弟子

三界寺比丘道真，乃见当寺藏内经论，部袟不全，遂乃启颡虔诚，誓发弘愿，谨于诸家函藏，

寻访古坏经文，收入寺中，修补头尾，流传于世，光饰玄门，万代千秋，永充供养。”由此

可见道真和尚修复佛经的愿力多么宏伟！ 

 
图 7 BD14129《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目录》） 

就连敦煌遗书的来历都与道真和尚修复佛经密切相关。贮藏经卷的藏经洞原本是归义军

初期河西都僧统洪辩的纪念影堂。洪辩圆寂 60 余年后，时过境迁，纪念窟失去原有的功能，

成为道真存放古坏经卷、修复材料的储藏所。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认为：藏经洞的封闭，则

可能与道真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
①
。可以说没有道真的修复工作，也就没有敦煌藏经洞

的数万件写经；没有像道真这样的历代修书人，我国就不会有 3000 多万册古籍传承至今。  

① 张涌泉等：《敦煌藏经洞之谜发覆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21 年第 3 期，第 180—203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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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敦煌遗书中的《法华玄赞》草书写本 

自《法华经》问世以来，历朝注解者层出不穷，成为中国古代注释最多的佛经之一。根

据方广锠先生早年做过的调查统计，敦煌遗书中保存有 35 种《法华经》注疏，其中只有 2

种有传世本，其余 33 种均没有传世本。这些注疏写本为我们研究《法华经》提供了丰富的

资料。窥基所撰《法华玄赞》，即是敦煌遗书中 35 种《法华经》注疏之一
①
。 

（一）《法华玄赞》的作者及译本 

窥基是法相唯识宗的实际创始人，俗姓尉迟，将门之后，父亲尉迟敬宗为右金吾卫将军，

伯父尉迟敬德是唐朝开国将军、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。他的堂兄弟尉迟宝琳（尉迟敬德之

子）曾与僧道爽于龙朔二年（662）七月十五日在云际山寺抄写了一部大藏经，敦煌遗书中

保留了《阿毗昙毗婆沙》卷五十一（BD14496）、卷五十二（P.2056）两卷，可见尉迟氏一

家都奉佛。唐贞观十九年（645），玄奘求法归来，在长安从事译经事业，并留意寻找衣钵

传人。某日，他见到身材魁伟、相貌堂堂的窥基，便有意度他为弟子。唐太宗非常支持，窥

基奉敕成为玄奘的弟子，学习梵文和佛教经论。25 岁参加玄奘译场，担任笔受。 

麟德元年（664），玄奘圆寂后，译经事业中止，窥基便常驻大慈恩寺，专心著书立说，

有“百部疏主”的称号。窥基所撰写的《法华玄赞》就是站在法相唯识宗的立场上阐发《法

华经》的一乘妙法，并从一乘方便、三乘真实的立场，对天台宗、华严宗的学说提出一些批

评。因此，天台宗僧人就抓住他对《法华经》里譬喻三车为实的解释，加以歪曲，诬蔑窥基

为三车法师，出门时三车随行，不守清规，“前车载佛教经论，中车自乘，后车载男女仆人、

美食佳酿”，其实并不符合史实。 

《法华玄赞》在西北民族中也广泛流传。回鹘西迁后，深受内地佛教影响，约在 11 世

纪将《法华玄赞》翻译成回鹘文，二十世纪以来在敦煌、吐鲁番等地发现楷书、草书等多种

13-14 世纪元代抄本，现在收藏于德国柏林普鲁士文化遗产州立图书馆（Staatsbibliothek 

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）、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等地，柏林写本背面写有“此为沙州

纸”，表明当时敦煌与吐鲁番之间往来密切。斯德哥尔摩藏本还有持诵《法华玄赞》可以祛

病消灾的题记。国家图书馆亦藏有一叶回鹘文写本，编号为 15-63-01、15-63-02，属《法华

玄赞》第三卷方便品。该写本为梵夹装，朱丝栏，留有穿孔用的红色圆圈，为朱墨楷书写本，

用朱笔抄写经文，墨笔进行注疏
②
。此外，《法华玄赞》还有藏文译本，收录于《丹珠尔》

中。 

（二） 《法华玄赞》的草书写本与唯识宗在敦煌的传播 

敦煌遗书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五体皆备，是 4 到 11 世纪中国书法的博物馆。2020 年 8

月 14 日，在国家图书馆与中国书法家协会共同主办的“追梦水云间——白煦的水墨书暨白

煦书法作品捐赠展”开幕式上，当代草书书法家、曾任中国书协草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的

白煦先生深情地回忆说：国家图书馆是书法艺术的宝藏，他在 2014 年国家典籍博物馆首展

“敦煌遗书精品展”上，看到展出的唐代草书《法华玄赞》（BD14710），其布局整齐，

① 方广锠：《敦煌遗书中的〈法华经〉注疏》，《世界宗教研究》1998 年第 2 期，第 75—79 页。 
② 阿依达尔·米尔卡马力：国家图书馆藏一叶回鹘文《妙法莲华经玄赞》研究，《文津学志》第 12 辑，国

家图书馆出版社，第 317—321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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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法古雅，给他的书法艺术创作带来深刻的启示和灵感。正因为如此，他决定将创作的 47

幅水墨书精品无偿捐赠国家图书馆。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当即让国图创新公司张立朝

总经理对这件《法华玄赞》进行高仿复制，并请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策划筹备以《法华玄

赞》为主题的展览。 

国家图书馆所藏《法华玄赞》卷十（BD14710）曾为向燊（1864-1928）旧藏。向燊是

湖南衡山人，早年留学日本。1912 年 3 月，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秦州起义，担任甘肃

临时军政府副都督。秦州起义是全国辛亥革命运动中的最后一次起义，此后中国真正实现

共和。这件写卷即是向燊在甘肃任职时收藏的，卷前有向燊所写的题跋：“尚有《法华玄

赞》卷第二，首书‘大慈恩寺沙门基撰’，末书‘沙门瑜于西明寺写记’，亦系草书，而

不及此卷之精。频年避地，转入日本。”说明《法华玄赞》卷二草书写本是沙门瑜在长安

西明寺抄写的。 

 

图 8  BD14710《法华玄赞》卷十向燊题记 

窥基所著《法华玄赞》向来被视为学习《法华经》的入门书，高僧大德经常引用，评价

很高，在敦煌的影响也很大。敦煌遗书中共有 46 件《法华玄赞》写本，楷书、行书、草书

皆有，这在敦煌遗书中非常罕见。此外，敦煌遗书中还藏有一批《因明入正理论后疏》《大

乘起信论略述》等唯识宗章疏草书写本。如河西高僧昙旷《大乘起信论略述》存有P.2141、

S.2436 两件草书写本，其中S.2436 卷尾有“宝应贰载（763）玖月初于沙州龙兴寺写记”题

记。黄征和陈一梅两位先生深入研究了这两件草书写本，黄征先生根据笔迹考证为同一人所

书
①
，陈一梅则进一步认为这两件《大乘起信论略述》写本当为昙旷本人亲自所书，并认为

其与P.2037、P.2176 两卷《法华玄赞》书法风格十分接近
②
。 

① 黄征：《敦煌草书写卷〈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〉考订》，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》2003 年第 2 期，

第 148 页。 
② 陈一梅：《敦煌草书写卷〈大乘起信论略述〉研究》，《新美术》2010 年第 4 期，第 58—63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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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9 P.2063《因明入正理论后疏》 

为什么敦煌藏经洞会出现包括《法华玄赞》在内的一批与法相唯识宗有关的草书写本？

中国的草书的发轫和成熟都在西北边关地区。边关军情紧急，容不得一笔一画规规矩矩地书

写，守边官兵为了提高书写效率，便创造出隶草、章草等书体，东汉敦煌郡人张芝更是被尊

为“草圣”。因此，敦煌地区可谓草书的发源地之一，有着悠久的草书传统。 

南京师范大学书法系王继安就认为《恪法师第一抄》等敦煌写经草书是直接继承张芝、

索靖的章草书风而发展出的一种全新的西北草书
①
。而沈乐平先生研究认为敦煌文献中的一

些经书类草书作品与张、索二氏似乎并无直接的承传关系
②
。王家葵梳理敦煌遗书中的章草

写本，指出唯识宗章疏多用章草书体（或是章草书体发展而来的速记字体），从而形成了唯

识宗经疏的一个文本特征。史睿进一步补充，认为：在译场中，玄奘常常向协助翻译的诸弟

子传授印度所闻的经义教理，诸弟子记录口义，再编纂成注疏。而唐代初期最适用于速记的

书体正是章草。经过十余年译场的记录，唯识宗诸弟子及再传弟子逐渐形成了利用章草书写

本宗经论的传统，并传之后世，播之四裔
③
。 

结合黄征、陈一梅、沈乐平、王家葵、史睿等先生的研究，笔者认为敦煌地区出现《法

华玄赞》《恪法师第一抄》等一批章草写本，应当与八世纪中晚期后敦煌地区盛行唯识宗有

关，而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敦煌的唯识宗高僧昙旷大师。天宝十四载（755），安禄山发动

叛乱，驻守河西的唐朝精兵前往中原平叛，吐蕃趁虚而入，从宝应元年（762）开始从东向

西不断侵扰陇右，河西走廊各州从东向西先后陷落，大批百姓随着唐朝守军一步步向西撤退，

最后来到敦煌。 

这些百姓中就有从长安学成归来的高僧昙旷。昙旷是河西人，出家后先在家乡学习《唯

识论》和《俱舍论》，后在东方佛教中心、唯识宗重镇西明寺专攻《大乘起信论》等唯识宗

经典。在学习唯识宗经义教理的同时，也传承章草书法艺术。学成之后，昙旷携带在长安搜

集、抄写的唯识宗典籍，回到河西弘法。 

昙旷在随着唐朝守军一步步向西撤退的过程中，仍然坚持著书立说，聚徒弘法，传播唯

① 王继安：《〈恪法师第一抄〉草书辩析》，《艺术百家》2010 年第 3 期，第 182—187 页。 
② 沈乐平：《敦煌书法综论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9 年，第 85—86 页。 
③ 史睿：《旅顺博物馆藏〈俱舍论颂释序〉写本考》，《旅顺博物馆学苑》（2016），吉林出版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，2016 年，第 74—87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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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宗教义，促使唯识宗在敦煌盛行一时。不难推断，昙旷不仅从长安带来了《法华玄赞》等

唯识宗的典籍，而且带来了长安的草书书法艺术，在敦煌地区形成了以昙旷大师为核心的、

既传承唯识宗教义又研习草书的佛教团体。他们既有深厚的佛学基础，又对草书驾轻就熟，

往往一次蘸笔连写二三十字，一气呵成。 

他们所抄写的唯识宗典籍，主要用于自我学习或团体内部交流学习。为了提高效率，自

然会采用草书抄写，其书体属于实用性草书，有修改、科分、句读，而不是艺术创作。因而

敦煌遗书中会留下《法华玄赞》等一批书艺精湛且与唯识宗有关的草书写本。这些草书作品

既有在敦煌抄写的，也有昙旷从长安带到敦煌的。后来，或许由于昙旷及其弟子的先后圆寂，

草书艺术出现断层和衰落，因此才出现原草书写本残毁后，不得不用其他书体进行补配的情

况。如《法华玄赞》卷一（P.3832）第一纸在长期使用后残缺，后世弟子只能用另外一种行

书书法配补缺失的第一纸。 

 
图 10 P.3832《法华玄赞》卷一（局部） 

敦煌唯识宗典籍来源广泛，除昙旷僧团抄写或带到敦煌的经卷外，也有早于或晚于昙旷

的唯识宗写本，如《摄论章卷第一》（S.2048），是瓜州崇教寺沙弥善藏于仁寿元年（601）

八月廿八日在长安辩才寺学习时抄写的；也有敦煌驻军在敦煌抄写的，如《因地论》（P.3030），

末尾题记云：“开元廿五年（737）五月，陈奉德于沙州豆卢军在营写因地论一卷记。” 

四、结  语 

一部印度传来的佛经，能够像《法华经》一样历久不衰，成为影响中国 1600 余年的文

化经典，不仅仅是因为其经文义理的深邃广大，更是因为中国历代高僧大德，像窥基大师

一样，根据每个时代提出的新课题，不断地对《法华经》进行研究与注释，并在研究与注

释中发展了中国佛教的思想体系，从而使印度佛教中国化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

组成部分。正如 2019 年 8 月 19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中所指出的：

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、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，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，造就了独

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。敦煌遗书中保存的 7600 余件《法华经》及《法华玄赞》写

本，正是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的体现。 


